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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 3

———从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看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深层原因

刘中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 ,上海　200083)

摘要 :在近代 ,由于伊朗与伊斯兰教什叶派的特殊亲缘关系 ,伊朗反封建、反殖民的民族主义一直有着鲜

明的宗教色彩。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的交恶是随着巴列维王朝剧烈的现代化和世俗化进程而全面展开的。

自 20世纪 20年代以来 ,巴列维王朝自诩奉行“积极的民族主义”,一方面推行全盘效仿西方的“白色革命”,

一方面继续推行残暴的独裁专制统治 ,从而全面恶化了伊朗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并最终导致埋葬巴

列维王朝的 1979年伊斯兰革命 ,建立了现代伊斯兰神权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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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穆斯林国家 ,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由于社会历史环境、受伊斯兰教影响

程度不同以及教派的不同 ,而又具有自己的特色。就早期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而言 ,“伊朗民族

主义就不仅有别于世俗的、分离的土耳其民族主义 ,也有别于‘合成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它是在什叶

派伊斯兰文化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宗教—民族主义 ,具有自身的特色”[ 1 ]239。在历史上 ,什叶派依

靠宗教权威反对君主独裁统治构成了伊朗社会发展的典型特征。在近代 ,由于与伊斯兰教什叶派的特

殊亲缘关系 ,伊朗的民族主义一直与伊斯兰教什叶派自成一体 ,有着鲜明的宗教色彩 (笔者将另文探

讨 )。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的矛盾是随着巴列维王朝剧烈的现代化改革而全面展开的。因此 ,研究巴

列维王朝时期伊朗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无疑有助于认识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深层原因。

一、礼萨·汗时期的伊朗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

从 1905～1911年伊朗宪政革命到 1925年巴列维王朝建立之前 ,由于一战的爆发 ,在德国和奥斯曼

帝国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下 ,伊朗被捆绑在同盟国对协约国作战的战车上 ,其领土成为

俄、德、英三国厮杀的战场 ,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成为一个形式上独立、实际上为

英俄殖民地的国家。这一时期伊斯兰教对伊朗社会演变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僧侣阶

层更加反动 ,并成为大封建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帮凶 ,代表其利益的最大的政治宗教组织是 1918年成

立的“菲尔盖耶 ·扎法利 ”(什叶派六世教长扎法尔的拥护者 ) ,成为在官僚政府和英国殖民

势力之间获利的“食利者”阶层。“它忽而周旋在波斯王的麾下 ,参加屠杀第一次革命 (指 1905～19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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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革命 )的受难者 ;忽而在得到了政府的施舍以后 ,又变成了 1919年 8月 9日英伊协议的布道

者。”[ 2 ]173第二 ,社会民众将伊斯兰教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斗争的思想武器。礼萨·汗就是在这

样一种宗教—政治背景下建立巴列维王朝的。巴列维王朝的建立得益于在深重的危机中伊朗民族意识

的觉醒 ,按照小巴列维的说法 ,伊朗需要一个“能人”“改变国家的命运 ,扭转历史的潮流”[ 3 ]40。这个

“能人”就是礼萨·汗。他依靠一支仅有 2 000余人的“哥萨克旅”于 1921年发动政变 ,推翻了没落的恺

加王朝 ,取得了对伊朗政治的实际控制权 ,在 1925年加冕为国王 ,并以古代波斯一个强盛王朝的名字命

名了自己的国家 ,即巴列维王朝 ,他自己的名号也因此改为礼萨·汗·巴列维。[ 1 ]202

美国学者理查德·考特塔姆评价说 :“礼萨·汗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 ,尽管他的民族主义价值

观很少受到早期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的民族主义在很多方面是与阿塔图尔克 (即土

耳其的凯末尔———引者注 )民族主义一致的 ,在许多方面礼萨 ·汗体制与阿塔图尔克体制是平行的。

他对土耳其的领导者充满了敬佩并且把他在土耳其的改革作为自己的效仿的榜样。”[ 4 ]20但是 ,“他低估

了对土耳其世俗共和国模式充满恐惧的僧侣阶层作为一个集团的力量”,“他推进伊朗西方化的速度如

此之快 ,以至超过了伊朗国家现状和国民心理承受的限度”。[ 4 ]20礼萨·汗进行改革的理论基础之一就

是世俗的民族主义 ,因而不可避免地与伊斯兰教发生抵触和冲突 ,并扩大了伊朗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之

间冲突的张力。礼萨·汗改革促进了伊朗的世俗化进程 ,但是他所确立的专制统治使得伊朗仍然缺乏

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根基。在对待伊斯兰教的态度上 ,他一方面通过世俗化改革削弱伊斯兰

教的传统根基 ,激化了与宗教势力的矛盾 ;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在为稳固权力根基与宗教势力之间寻求

某种妥协 ,为伊斯兰势力的存续乃至东山再起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他的儿子小巴列维的“白色革命”则

激化了现代化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 ,现代化的失败、专制统治的延续和强化进一步为有着反抗传统的

什叶派作为政治势力的崛起提供了机会 ,并成为伊斯兰革命的深刻历史基因。

(一 )从国体之争看礼萨·汗民族主义的不彻底性及其对伊斯兰教的妥协性

礼萨·汗在伊朗的成功确实有其特殊性 :“他没有一个‘运动’(如印度 ) ,没有一个‘政党’(如中

国 ) ,没有在久经考验的民族斗争中确立起来的个人威望 (如土耳其的凯末尔 ) ,甚至没有军队 (他带领

的 2 500人的哥萨克旅是沙俄帮助建立的一支小小的部队 )。”[ 5 ]29小巴列维有过这样的描述 :“我父亲

出任首相的前一年 ,土耳其老朽不堪的哈里发政权被废除。不久 ,在凯末尔 ·阿塔图尔克的英明领导

下 ,建立了共和国政权。在土耳其这一事件的影响下 ,伊朗各界人士也酝酿在我国建立民主共和国。可

以肯定 ,我父亲在一定时间里也是倾向于此的。但是与这种意见针锋相对的公众舆论 ,却强烈拥护有几

千年传统的伊朗君主政体。”[ 3 ]41代表这种“针锋相对的公众舆论”的势力无疑包括宗教阶层。

面对宗教界反对共和的呼声 ,礼萨·汗政权政治合法性的脆弱性使其根本无法废除君主制。他不

得不寻求与宗教僧侣阶层的妥协 ,亲赴什叶派圣地库姆与宗教领袖协商 ,并表白“为了伊斯兰教的光

荣”,“停止为促进共和政体所作的努力”。并且声称 ,他从来就致力于保障伊斯兰教的昌盛光大 ,同时

也完全保障僧侣的地位 ,期望人民“放弃对共和国的念头 ,转而对国家改革和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予以关

注与竭尽全力 ,并且支持实现巩固教规、国家独立和民族政权等神圣的目标”。[ 1 ]201 - 202在登基典礼上 ,

他再次向宗教界表示 :“我一直并仍将特别注意维护宗教的原则 ,加强它的基础 ,因为我把强化宗教看

成是实现民族团结和增强伊朗社会精神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6 ]281

由于世俗民族主义思想在伊朗缺乏深厚的社会根基 ,礼萨·汗又没有凯末尔的政治魅力 ,他在对共

和制的追求化为泡影后不得不转向古老的君主制传统 ,回到伊朗专制传统的怀抱。老巴列维所能做的

只有“恢复和保留旧宪法 ,从而为王权涂上一层浅淡的民主色彩”[ 1 ]410。伊朗宪法规定 :第一 ,什叶派十

二伊玛目派为国教 ,只有该派信徒有资格担任国王、大臣和法官 ;第二 ,国王有义务弘扬十二伊玛目派教

义 ,并在精神方面寻求宗教学者的帮助 ,以致力于伊朗的进步 ;第三 ,国家在不违背伊斯兰教法基本原则

下实行自由教育。尽管礼萨·汗在实际中不断限制和削弱教权 ,但是宪法所赋予的伊斯兰教的权利使

得宗教势力对扩张教权看到了希望 ,并寻找适当的机会向王权发难。

(二 ) 从礼萨·汗的世俗化改革看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冲突

尽管礼萨·汗在国体问题上与宗教势力进行了妥协 ,并放弃了共和制的想法 ,但他还是在专制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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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下进行了一系列世俗化改革 ,力求通过改革削弱并控制宗教势力 ,从而激化了与宗教势力的矛盾。

美国学者埃斯波西托指出 :“礼萨·汗作为现代土耳其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崇拜者 ,加速了伊朗国家与

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但是与阿塔图尔克不同 ,他没有实现整个社会的世俗化 ,而是与埃及相似 ,他试图

实现伊朗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的现代化 ,对于传统的制度他并没有根除 ,而是试图对其进行限制和控

制。”[ 7 ]120理查德·考特塔姆则指出 :“他没有重建伊朗的详尽计划和处理世俗—教派困境 ( secular -

sectarian dilemma)的方案 ,礼萨·汗有两个彼此联系甚至是合而为一的主导目标 ,即重建伊朗的辉煌 ,

而对于他自身而言即在伊朗民族重建的过程中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力。他对于上述目标的追求是坚定

的、残酷无情的 ,对于他成功道路上的任何阻碍力量他都要予以无情攻击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予以摧毁 ,

分裂的部族、地主力量、恺加王室、自由民主思想———所有这些都是他攻击的目标。当然 ,僧侣力量也是

他不可避免要加以削弱的力量。”[ 4 ]146

礼萨·汗是依靠独裁专制下的改革为伊朗的现代化开辟道路的。为此他进行加强中央集权国家的

行政改革、农业和土地制度改革、法制改革、金融和工业改革、社会生活习俗的改革 ,以及文化教育领域

的改革。[ 2 ]202 - 208上述各领域的改革都不同程度地冲击了伊斯兰宗教传统 ,削弱了宗教上层人士的权力 ,

激化了宗教势力与王权之间的矛盾。具体体现在 :第一 ,通过法制改革削弱伊斯兰教法对国家政治、经

济与社会生活的干预。法制改革的意义在于把欧洲法律体系引进到有着浓厚伊斯兰传统的伊朗社会 ,

开始了伊朗法制史的新时期 ,与此同时也限制和剥夺了伊斯兰教僧侣阶层所掌握的司法权 ,并使伊朗法

制改革沿着宗教和司法分离的方向发展。但法制改革是依靠专制独裁来实施的 ,在钳制社会民众自由

权利的同时 ,也势必激化宗教界与王权之间的矛盾。通过改革 ,“乌里玛阶层作为法官、法律学专家、公

证人以及行为裁定者的权力和财产都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 ,并日益为现代法官、律师、民法工作者所取

代”[ 7 ]120。第二 ,在社会习俗改革中 ,倡导现代生活方式。此外 ,礼萨 ·汗还采取了改善妇女地位的措

施 ,包括男女可以同校 ,妇女可以在高等学校和国家机关工作 ,在公共场所不得歧视妇女等措施。[ 8 ]100第

三 ,通过教育改革 ,以现代世俗教育取代传统的宗教教育。许多过去由伊斯兰教管理的学校都统一由教

育部管理 ,并设立了世俗学校、女子学校等。通过教育改革 ,“乌里玛的权力在教育领域被削弱 ,在教育

体系中占绝大多数比例的现代世俗学校体系得以扩张 ,而宗教教育体系也从乌里玛的控制之下转为国

家控制”[ 7 ]120。第四 ,推进文化改革 ,促进伊朗文化的民族化 ,弱化伊斯兰教对民族意识的影响。为弘扬

伊朗古代文化 ,他极力推行文字波斯化的改革 ,取消波斯文字中的土耳其文字、阿拉伯文字和欧洲文字 ,

以推进民族语言文化的统一。第五 ,削弱宗教界人士的政治地位。在加强中央集权制度的政治改革及

土地改革、工业和金融改革等经济改革中 ,宗教界的权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和削弱。

总之 ,礼萨·汗改革的基础是世俗民族主义 ,并在社会各领域对伊斯兰教构成了不同程度的挤压 ,

使得政教关系渐趋紧张 ,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张力不断增加 ,激起了伊斯兰传统势力的反

抗 ,这突出地表现为 1935年马什哈德地区什叶派的宗教暴动 ,并导致了什叶派神职人员与礼萨·汗的

彻底决裂。对于什叶派的宗教暴动 ,礼萨·汗采取高压政策予以无情镇压 ,并最终将什叶派神职人员推

向了政治边缘化的处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神职人员甘心退出政治舞台 ,“在礼萨国王统治的整个时

期 ,什叶派宗教界人士虽然沉默不语 ,但一直是他的敌人”[ 9 ]226 ,处于蛰伏状态的什叶派一直在积蓄力

量并寻找向世俗王权发难的机会。这些都构成了他“留给他的儿子———1941年时 22岁的穆罕默德·

礼萨·沙的遗产的一部分”[ 7 ]21。

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取得了成功 ,并且缔造了现代伊斯兰世界第一个世俗化的现代化模式 ,而礼

萨·汗改革却给伊朗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政教关系的张力 ,同时成为制约伊朗现代化在深度和

广度上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要因素。伊朗现代化失败的原因是深刻复杂的 ,但从伊朗与土耳其改革的

比较来看 ,共和政体与君主政体的区别 ,政治家个人魅力的不同 ,自由民族主义与专制的东方民族主义

的差异 ,现代民主政治思想传播、发育程度的不同 ,也许就是导致两场改革不同结局的原因所在。但是 ,

上述各方面原因都与在改革中伊斯兰教所处地位不同密切关联。

第一 ,土耳其通过改革彻底挣脱了伊斯兰教的羁绊 ,并且通过哈里发制度和君主制的废除及相关的

社会改革彻底涤荡了伊斯兰教的残余 ,而伊朗改革的目标尽管也是世俗化 ,但是由于在君主制宪法中伊

—08—



斯兰教仍然具有一定的乃至很高的地位 ,使得其改革不得不在紧张的政教关系中寻找平衡。由于合法

性基础的孱弱 ,他甚至不得不从伊斯兰因素中寻求道义支持。他所面临的“主要是一个异常困难的平

衡问题。因为他试图改革社会习俗和宗教与政治、教育的关系 ,而这些要改革的东西 ,恰恰是支撑他的、

使他有权的一些传统”[ 2 ]213。

第二 ,与凯末尔相比 ,礼萨·汗没有建立起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改革相配套的理论体系 ,其固有的

帝王思想也使他无法做到这一点 ,他缺乏足够的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支持。即使在伊斯兰教的影响和

神职人员的势力被削弱之后 ,也拿不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去填充人们的头脑。对宗教反对派 ,他只能采

取君王惯用的高压手段 ,并以此推行各项改革政策 ,从而引起宗教人士及民众的反抗。伊朗改革受挫的

另一特殊原因是什叶派在长期历史中与伊朗社会发展形成的特殊关系 ,这也是迫使他必须给伊斯兰教

留有一定余地的原因所在。

二、礼萨·巴列维时期的伊朗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即通常所说的小巴列维 ,作为礼萨·汗的继承人 ,是在二战的风云变幻中

登上政治舞台的。由于礼萨·汗在二战中奉行亲德的“第三国主义”的“中立”政策 ,招致了英国和前苏

联的不满 ,英苏于 1941年出兵伊朗 ,迫使礼萨·汗退位并流亡国外。[ 10 ]在此背景下 ,自幼受父亲帝王思

想浸染的穆罕默德·礼萨提前登基 ,成为新国王。在礼萨·巴列维时期 ,伊朗王权与教权的关系主要分

为两个阶段 : 20世纪 50年代中期以前是王权与教权妥协合作的时期 ; 50年代末期到 1979年伊斯兰革

命 ,是王权与教权矛盾激化的时期。下面从这两个阶段考察伊朗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一 )王权与教权妥协合作时期 :小巴列维利用宗教势力挫败民族资产阶级

战后初期 ,民族资产阶级对伊朗石油资源长期为英国垄断强烈不满 ,把实现石油国有化和民族经济

独立作为拯救伊朗的方案。1951年 ,面对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声 ,巴列维国王被迫成立以摩萨台为首相

的民族政府。民族资产阶级的崛起无疑对巴列维王朝构成最大的威胁 ,这种威胁在由摩萨台发起的石

油国有化运动中达到了高潮。对于小巴列维而言 ,如何挫败民族资产阶级 ,维护巴列维王朝的权力根基

无疑是最迫切的任务。

在石油国有化运动中 ,宗教人士再度显示出巨大的能量。以什叶派阿亚图拉·卡沙尼为代表的宗

教势力出于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立场 ,对石油国有化斗争予以支持 ,但是当摩萨台上台后推行世俗化改

革措施 ,拒绝让宗教人士进入内阁 ,宗教界人士不可避免地与其分道扬镳。[ 11 ]16此外 ,穆斯林兄弟会组织

“伊朗分会”的领导人赛义德·纳瓦布·萨法维也曾经与摩萨台谈判 ,要求吸收“伊朗分会”成员进入

议会 ,并且提出苛刻条件———三个部长职位、禁止男女合校、禁止买卖烈性酒、妇女必须戴面纱等等 ,也

同样遭到了拒绝。摩萨台“这位年老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炫耀伊朗政治生活的非宗教性质以及他反对伊

斯兰化的做法是 :把所有毛拉都送回清真寺。从此以后 ,阿亚图拉·卡沙尼和‘伊朗分会’都从事打击

民族主义政府的活动”[ 12 ]10。

摩萨台的世俗民族主义最终导致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宗教势力的决裂 ,这让小巴列维从中看到了宗

教势力的能量和可资利用的价值。他“在意识到自己的虚弱地位以及宗教和传统阶层在伊朗的社会地

位时 ,他意识到了与僧侣阶层进行合作的必要性”[ 7 ]122。因此 ,他为了打击民族资产阶级 ,在国际上依靠

美国的支持 ,在国内则利用宗教势力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决裂 ,将宗教势力拉到自己的王室阵营之中。

1953年阿亚图拉·卡沙尼作为议长拒绝召集会议通过限制国王权力的报告 ,另一宗教领袖阿亚图拉·

贝赫巴尼也开始转向采取支持王室的立场。[ 4 ]154 - 155当然 ,小巴列维也要给宗教界以“回报”,包括在国家

的出版物和媒体上可以公开讨论伊斯兰问题 ,给清真寺和宗教学校提供更多的资金 ,并且对 1955年由

宗教学者阿亚图拉们发起的声讨巴哈伊教派的运动也给予支持等等。[ 7 ]122 - 123

此外 ,小巴列维还把自己打扮成伊斯兰教的拯救者 ,访问了库姆、马什哈德、卡尔巴拉等地的圣墓 ,

并且参加到麦加的朝觐。[ 13 ]306事实上 ,小巴列维作为一个政客早就与有影响的阿亚图拉保持着密切的

联系。早年他就结识了宗教学者穆罕默德·侯赛因·博鲁杰尔迪 ,并在继承王位后将博鲁杰尔迪奉为

什叶派的最高权威。当然巴列维也得到了回报 ,在石油国有化运动中 ,博鲁杰尔迪作为宗教学者最早指

出石油国有化违背伊斯兰教法。为表示对博鲁杰尔迪的感激 ,巴列维多次拜访博鲁杰尔迪。[ 11 ]193 - 195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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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在国内得到了宗教界人士的支持 ,在国际上得到了美国的纵容和支持 ,巴列维于 1953年推翻了摩萨

台政府 ,宗教领袖博鲁杰尔迪、贝赫巴尼等都予以支持 ,贝赫巴尼还动员德黑兰的穆斯林民众进行游行

示威表示支持。[ 1 ]413

(二 )王权与教权的对立 :“白色革命”对伊斯兰教的挤压与伊斯兰势力的反应

1941～1960年的 20年间 ,巴列维国王认为自己的威胁主要是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神职

人员是可以利用的力量。但随着巴列维通过推行“白色革命”进行激进的世俗改革 ,从老巴列维时期遗

留下来的王权与教权的矛盾开始激化 ,小巴列维与宗教势力的联盟也走到了尽头 ,“这种艰难的战术上

的联盟 ( tactical alliance)在 1959年由于妇女解放和土地改革这两个问题而走向了破裂”[ 7 ]123。

巴列维与宗教界分道扬镳的根源之一在于世俗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尽管巴列维与民

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之间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但是他仍然是一个带有东方专制色彩的世俗民族主

义者 ,并自诩自己的民族主义为“积极的民族主义”,甚至将伊朗民族主义一直追溯到古老的居鲁士大

帝。他指出 :“民族主义虽然很时兴 ,在当今世界上形成一支雄厚的力量 ,但它也算不上新颖的思想。

早在居鲁士大帝时期 ,伊朗人民的民族主义精神就十分强烈。”[ 3 ]158他还说 :“我父亲之所以能完成光辉

的业绩 ,也是因为他在伊朗人民心中唤起了真正的民族主义情感。”[ 3 ]158他把自己的民族主义称之为

“积极的民族主义”,主要是为了与所谓的摩萨台“消极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他指出 :“假如摩萨台的

做法被称之为民族主义的话 ,那么就必须给民族主义选择一个新的术语。毋庸置疑 ,摩萨台的政策是彻

头彻尾的消极政策 ,它与积极的民族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因此我认为 ,为了将摩萨台的消极政策和

真正的爱国者的民族主义加以区别 ,使用积极的民族主义这个术语是非常恰当的。”[ 3 ]159

巴列维从不否认其政治思想中的民族主义成分。作为一个专制君主 ,他的确是民族主义者 ,并且把

伊朗民族复兴和强大作为自己的政治报复。他的民族主义的内容是“在维护巴列维王朝最高利益的前

提下 ,争取民族独立、民族统一和民族振兴”[ 11 ]36。他曾经明确指出“积极的独立的民族政策是最大限

度地保障我国政治和经济的独立”[ 11 ]36。在进行“白色革命”前发表的宣言中指出 :“我们一直把民族和

国家的最高利益置于其他一切之上。因此 ,为了人民的舒适和幸福 ,为了建立社会正义、为了社会各个

成员向现代世界的生活标准看齐的进步发展 ,我们发布命令 ,规定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14 ]380当然 ,巴列

维在外交上对美国的追随和依赖证明其民族主义有着极大的局限性 ,但是他在伊朗推行的世俗化、西方

化、现代化“白色革命”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一就是世俗民族主义 ,而这也势必导致他作为一个专制的民

族主义君主与宗教之间的矛盾。

在铲除民族资产阶级的威胁后 ,巴列维开始着手推行以土地改革为核心内容的“白色革命”,王权

与宗教界的矛盾也由此全面展开。由于土地改革损害了什叶派乌里玛阶层的利益 ,导致双方的矛盾日

益加剧。1959年 ,伊朗国民议会通过土地改革法案 ,博鲁杰尔迪便以土改违反宪法和伊斯兰教法为由

表示反对。由于巴列维与博鲁杰尔迪的特殊关系 ,同时也是为了争取宗教界人士对土改的支持 ,国王被

迫作出让步 ,并在 1960年 5月颁布的土改方案中规定 ,对以宗教公产名义占有的寺院土地不实行土改。

但是绝大多数毛拉仍然认为任何分配土地的计划都是对毛拉经济根基的削弱 ,并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1961年博鲁杰尔迪去世后 ,宗教界围绕土地改革与巴列维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 ,宗教界人士开始分化

为三派 ,即保守派、中庸派和激进派。保守派主张走博鲁杰尔迪路线 ,反对介入政治 ,但也认为土改会侵

害伊斯兰教法保护的私有财产 ;中庸派力量有限 ,主张在文教和社会生活方面发挥作用 ;激进派强烈抨

击国王的改革政策违反宪法 ,号召解散议会 ,举行大选 ,其代表人物就是已经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的

霍梅尼。霍梅尼开始全面批判“国王的腐败专制、社会不公正和不平等、外国占领、妇女解放、家庭保护

法以及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 15 ]183 ,并且谴责巴列维王朝的“伊朗与被他指责为伊斯兰世界的敌人和以

色列帮凶的美国有密切联系”[ 7 ]124。

土地改革招致宗教界强烈反对的重要原因在于削弱了宗教界的经济利益。有关资料表明 : 1960年

伊朗宗教地产占全国可耕地的 20% ,到土地改革第一阶段结束的 1965年 ,官方登记的宗教地产为 4万

公顷 ,仅占全国可耕地的 0. 02%。[ 11 ]86在改革前 ,乌里玛、清真寺和各级宗教学校的经济来源主要包括

三项收入 :沙里亚法庭的法律事务费用 ;瓦克夫 ,即用于宗教或慈善事业的实产或资金 ;信徒以宗教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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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自愿捐赠的财物。[ 16 ]34因此 ,巴列维的世俗化改革不仅使前两项收入锐减 ,而且主要来自大土地所有

者捐增的第三项收入也大大减少。在宗教界的利益受到侵害的同时 ,王室、政府官员、大资本家等特权

阶层则成为财富的垄断者 ,民众生活困苦不堪 ,从而为宗教界与民众联合反对国王准备了条件。此外 ,

妇女解放政策的推行、现代西方法律体系的引进、西方化世俗生活方式的蔓延、在外交上对美国的追随

都招致了宗教界的强烈谴责和批判。与此同时 ,在改革中倍受损失的商业阶层也被推向了对立面 ,“巴

扎利 (商人 )像乌里玛 (伊斯兰宗教学者 )一样 ,发现伊朗滑向和依附于西方是对他们的地位、经济利益

和宗教文化价值的一种威胁”[ 17 ]132 - 133。

由于巴列维的世俗化改革招致了宗教界的强烈不满 ,而改革所造成的社会危机使得反对国王的呼

声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和响应。1963年 1月国王公布“白色革命”纲领后 ,在库姆、德黑兰、设拉子、马什

哈德、大不里士等地都出现了反对国王的示威游行 ,霍梅尼由于抨击国王而被捕。尽管这场反对国王的

运动以失败而告终 ,但是“正如 1891～1892年的烟草危机是 1905～1909年宪法革命的彩排一样 , 1963

年 6月的动乱也是 1977～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彩排”[ 13 ]308。可见 ,巴列维王朝的世俗化改革对伊斯兰

教的冲击及其造成的深重的社会危机 ,正在生成一种有助于什叶派发起社会革命的土壤 ,伊朗正处在伊

斯兰革命的前夜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正在悄然崛起并开始向巴列维政权发起挑战。

纵观近代以来的伊朗历史 ,从 19世纪末的“烟草抗议”到 20世纪初的宪政革命 ,早期伊朗民族主

义思想和运动都与伊斯兰教有着重要的亲缘关系。但是 ,伴随宪政革命的失败和伊朗民族危机的加深 ,

世俗民族主义与什叶派僧侣阶层的矛盾开始全面展开 ,世俗与神学、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开始凸现于伊朗

的社会发展中。巴列维王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并开始了伊朗畸形的、激进的现代化进程。巴列维

父子面对什叶派僧侣阶层的挑战 ,一方面向宗教势力作出了妥协让步 ,另一方面又依靠君主制独裁专制

来推行全盘西化的世俗化改革 ,从而使王权与教权的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状态 ,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之间

的矛盾不断激化 ,并在“白色革命”时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最终导致了 1979年的霍梅尼伊斯兰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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